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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问题是最能动人感情的，但是处理语言问题却是需要更多的理智，最不

能动感情的。根据书面的记载，中国最早推行语言计划的，恐怕是秦始皇了。秦

始皇以秦本土的文字为基础，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依照《说文解字·叙》的说法，

当时的情况是：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

与秦文合者。……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但其他六国的子民，却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六国文字写的书偷偷地藏起来。

可见他们对自己的文字的感情是多么强烈。秦始皇的语言规划，推行时，对其他

六国来说，适应起来是痛苦的，但从今天看来，这个语言规划对中国的统一，中

华民族的统一，起到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语言政策的决定，考虑的不纯粹是语言因素而已。语言政策的决定，政治上

和经济上的考虑远远超过语言上的考虑。以新加坡为例，独立以前，新加坡的行

政语言是英语。独立以后，仍旧保留殖民地的英语作为行政语言。为什么做这样

的选择呢？ 

 

  英语不是大多数新加坡人的母语，在华人占大多数的多元种族多种方言的大

环境下，决定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我们考虑的是：采用英语，保证了制度的连

续性，同时英语也是各种族平等竞争的语言、现代化的语言、走向国际的语言。 

 

  如果我们以最大种族（华人）的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其他非华人的种族必然

在竞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样不只不利于国内各种族的和谐共处，不利于新加

坡走向国际，不利于新加坡的现代化，新加坡也可能被周围邻国看作是第三中国，

更不利于和东南亚邻国的相处。 

 

  语言是人民享有平等机会的媒介。新加坡决定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时，华社

以及华教团体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决定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冲击，所以没有



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以至于牺牲了受华文教育的一代人，他们逐渐被边缘化，

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由于不能应变，没有超前的眼光，或者由于对自己的语言文化过分的执着，

过分的热爱，不能自我调整，致使华文教育陷入困境。华校消失了，以华文为教

学媒介语的南洋大学和以英语为媒介的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了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育上出现了以英语为所有科目的教学媒介语、母语为必修科的新加坡型学校。 

 

  政府部门许多关键性的职位，如部门主管、高级行政官、常任秘书等等；社

会上的许多专业工作，诸如医生、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工程师等等，都因为

需要良好的英文，而与受华文教育者无缘。受华文教育者的唯一出路，是当华文

教师。而当时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关系隔绝，华文教师因而没有机会进修。在教

育或其他政府部门的行政阶梯里，也由于英文不灵光，以致晋升的机会非常少。

学校里华文逐渐成为孤立的单科科目，学生没有办法兼顾两种语文，因此华文必

须在程度方面做适当的调整。华文与学生其他科目的教学语言没有关系，与升学

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学生学习华文的热忱也就不高。 

 

  自己吃了亏，就不愿意下一代再吃亏，再一次被边缘化，尤其是自己亲爱的

下一代。于是许多家长，包括受华文教育的家长，其中不少是华文教师，和一些

华社领袖，都纷纷将子女送进英校。尽管中华总商会和其他教师团体，宗乡会馆

做了不少努力，都不能挽救华文教育的命运。华校学生逐年锐减。 

 

  1978 年，南洋大学的学生在新加坡大学联合校园用英语上课，1980 年，南

大与新大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学的华校学生也面临教学媒介语转变的

困境，教育部安排他们下午到英校浸濡二至三年，以提高英文程度。那些没办法

适应这个转变的，中学毕业之后，也就升学无门了。华校教师也面临教学媒介语

转变的挑战，必须重新受训，以英语教学。这些转变对华校学生、华校教师都是

痛苦的。到了 1984 年新加坡的华校正式寿终正寝。 

 

  华校消失后，受华文教育者所承受的挫折感，是相当沉重的。上述的种种原

因，造成了华文教师士气非常低落。 

 

  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学不好英文，再一次吃亏，有的甚

至人为的改变家庭用语。社会上受教育越高的，越少用华语；社会成就越大的，

越不愿意用华语，使得华语被视为不成功人士的语言。 

 

  面对教育和社会语言环境的改变，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方面规定母语必修，坚

决推行双语教育。新加坡的新一代都在双语教育的环境里成长，也就能在更公平



的基础上竞争。此外，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更提出让传统的几所华校享受教育

部特别的辅助，成为特选学校，以保留华校的优良传统。特选学校应否继续存在，

至今仍然是一些人，特别是少数族群所关心的课题。他们对特选学校存有疑虑，

因为担心将来从特选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加坡的领导层对非华族社群缺乏了解。 

没有双语教育政策 

华文命运或更悲惨 

  如果没有双语教育政策，不设立特选学校，在新加坡，华文的命运可能更为

悲惨。所以我在给吴元华博士的著作《务实的决策》一书的序言里说： 

 

  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

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

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我

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我们母语的程度稍为降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

可奈何的事。 

 

  李光耀资政非常关心母语教育，认为只要我们能将母语保留在适当的程度上，

将来有机会发展时，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今天我们能够面对新的挑战，

就是这个政策的贡献。① 

 

  华文的前途，不由我们决定，完全决定在中国大陆。我们学习华文，是为了

保存自己的文化，为了保存民族的自尊。所以尽管从语文程度的观点看，在双语

政策下，现在新加坡华文的程度比不上有华校的年代，但从“将母语保留在适当

的程度上，将来有机会发展时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这个目标看来，我

们是相当成功的。特选学校的设立，在保存华校的传统和特点方面，也取得了非

常好的成果。 

 

  在以英语为顶层语言的压力下，如果不考虑推行新的语言规划以保留华文，

华文的命运就难以预测。和华文有关的语言规划必须考虑： 

 

  一、华语是华族彼此认同的语言、是华人的文化语言，是将来可能有更大价

值的语言，而不是华族的各种方言。 



 

  二、要保留华文就必须创造讲华语的大环境。要培养通晓高层次中英文的新

加坡双语精英，也必须有这样的大环境来支持他们。 

 

  三、新加坡的语言大环境是英语，因此推行华语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太高

了学生没有办法负担，会构成政治压力。 

 

  四、设法通过华文教学保留华族的文化传统。各民族的特点如果消失了，新

加坡将出现只会说英语的不同肤色的新加坡人。这对新加坡不利。 

 

  于是，讲华语运动在 1979 年展开，到现在已经超过 21 年了。持之有恒的讲

华语运动，给华语提供了广阔的语言文化的社会基础。 

 

  新加坡华人社群的方言非常复杂，而华语很早就被新加坡华人接受为华族的

高层语言，是华文教育的媒介语，是受过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中国政权

转移之后，新中断绝外交关系，新加坡华校生所接受的书面语言训练是五四前后

的作品，而口语方面完全没有或者很少外来语言（普通话）的直接影响，在这样

的情况下推广的华语，难免带着新加坡自己的某些特征。 

 

  加上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里，华语只是单一的语言科目，英语却是主要的教

学媒介语，同时是社会的顶层语言。华语受到英语的渗透与压力是难以避免的，

要求一般人在短时间里都能说标准的华语，就不是十分实际的。所以我们在大众

传播方面，严厉把关，尽量向标准（普通话）靠拢。《联合早报》从国外聘请语

文专才，为报章的语言把关。在华语教学上，绝对以标准（普通话）为依归，我

们也聘请国外语文专家为顾问，为语文教学把关。 

新加坡尽量避免 

创造特殊地区语言 

  我们通过大众传播、教育，将华语维持在标准的范围内。如果将新加坡现在

的华语和其他华语区相比，相信我们是相当标准的。 

 

  在推行英语和华语语言规划时，我们尽量避免创造特殊的地区语言。我们的

英语以英国的英语为标准，华语则尽量向中国的普通话靠拢。我们接受汉语拼音、



简化汉字、甚至在决定教学上的常用汉字时，也充分参考中国常用汉字统计的资

料。因为我们知道，华语的发展前景不由我们决定。我们认为制造特殊的地区语

言，不利于和别人沟通，却只会给用华语的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对华语的推广带

来不必要的障碍，更会给下一代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尽管我们这样做，但华语仍

旧出现变异，只是我们将语言的“差异”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②英语和华语，

分别向英国英语和中国普通话靠拢，并不会减少新加坡人的认同感，更不会使新

加坡人失去自己的语言身分。 

 

  这三十几年来，英语至上的现实，造成了新加坡人的语言自满，认为只要英

语就够了，不懂英语就是没有受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下，母语教育的问题，往往

是态度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所以虽然在程度上、在制度上我们做了不少的调整，

母语教学仍然面对不少的困难。华语运动推行了超过 21 年，以英语为最常用的

家庭语言的比例，也在直线上升。 

 

  1989 年《联合早报》小于 30 岁的读者是 35％，1999 年只有 20％。人们一

般收看第 8波道（华语波道），却不看《早报》。新加坡人听说华语的能力，一

般来说，是提高了，但阅读、书写华语的能力却是降低了。 

 

  进入 21 世纪以后，面对中国崛起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华文的作用，除

了文化之外，经济的价值，也在不断提高。我们早就认为华文的前途，完全决定

在中国大陆。中国的改革开放给华文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新加坡华语母语教学的

重要性，已经到了“有机会发展时，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的阶段。 

 

  新加坡的华文教学在面对新的情况下，要培养华文精英或双语精英，就必须

考虑在教育制度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随着华文用途的扩展，以及新加坡华语文

教育和中国教育体系联系的可能性，在新加坡出现比较平行的或偏重于华文的双

语教育，可能性是存在的。要让我们更具有竞争力，培养出华文精英，就要求我

们有更灵活的教育制度。新加坡教育部也不可避免的要重新检讨教育制度。 

 

  如果以华文为主要语言，将新加坡跟香港和台湾相比，港台高层次的人才都

是中英兼通的。香港的人才缺乏说普通话的口语能力，台湾人才英语的口语能力

不如香港、新加坡。新加坡有利的条件是华语的口语能力比香港强，同时具有从

中到英的书面语能力。 



 

  现在，新加坡人的华语虽然还是处在较低的水平，但以后将逐步集中在提高

方面。如果中国继续加强它的经济力量，新加坡就有可能把华语提升为华族的高

层语言，和英语并驾齐驱，也可能培养出更多的双语精英。 

 

  语言与教育、语言政策问题，都是具有地区特点的问题。各地区必须站在自

己的利益上，对这些问题加以充分的考虑。别的地区的选择与做法，只能供参考。 

 

  新加坡的语言大环境是英语，和香港相同。但香港在政权移交之后，华语的

地位日益提升，香港将很快地感觉到这个语言提升的压力。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相

隔遥远，没有香港那样快地感受到这种提升的压力。 

 

  新加坡也没有像香港那样有主要方言，而且用这个主要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

因此在考虑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时，必须注意上面这两个特点。 

 

  从新加坡推行的语言计划里，香港可以考虑借鉴如下的经验： 

  一、语言的劣势是可以避免的。逆潮流，不能应变，可能被边缘化。新加坡

过去的华校生没有意识到应该避免陷入语言的劣势，结果被边缘化了。这个牺牲

了一代人的痛苦经验，值得记取。 

 

  二、尽量向普通话靠拢，避免提倡地区语言。尤其在这个数码资讯时代，这

样做，有助于讯息的交流，华人共同语的建立。新加坡网上《联合早报》广受欢

迎，和它的语言很少有地区特点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的趋同是一种

被动行为，而语言的趋异则是一种不自觉的、主动的行为，因为这是要维护自己

的文化传统，维护自己的文化习惯。所以在避免提倡地区语言方面，需要做更多

人为的、有目的的规范工作。 

 

  三、香港在推广普通话时，没有说普通话大环境的支持，需要更注意制造说

普通话的大环境，而不是提高普通话的水准。也就是说，在香港、普及普通话比

提高普通话的水准更重要。 

 

  四、主要方言和英语对香港口语和书面语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大众



传播和教育方面，注意建立标准，是可行的。大众传播和教育所树立的标准，将

直接影响香港的书面语和说的普通话。 

 

  五、在教学上，必须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因此说普通话的流利度比准确度

更重要。过度强调准确度，对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没有任何帮助。 

 

  六、新加坡的华语能力，需要相当的时间才有办法提升；台湾的国语，人为

地增加了太多的地方色彩；而台湾和中国一样，都缺乏说英语的大环境。只有香

港，具有高程度的书面语能力，又具有说英语的大环境，在新的语言压力下，将

来肯定会有不可忽视的发展。香港具有双语的环境，如果有了说普通话的大环境

的支持，将来华人社区真正的双语精英，可能出现在香港，而不是新加坡、台湾

或者中国。 

  

注释： 

① 吴元华《务实的决策》序言（联邦出版社，1999） 

② 参考周清海《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 

 


